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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郭路瑶

近期，多地出台整治滥摆酒席的新规，引发舆论争议。
有地方政府规定，婚丧之外的酒席一律不得操办，复婚及再
婚方也不得摆办酒席。有的县级政府甚至鼓励群众相互举
报，在核实后进行处理。

有人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类似的文件
缺乏法律依据，显然违背法治精神。然而，有不少民众反映

“人情债越来越重”，“整酒”负担也重，希望政府能够加以
引导。在法治框架下，政府如何才能保证既不越位，又能
有效引导社会不良风气的转变？政府“治酒令”的界限该
如何把握？

“在提倡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教
育，而非执法。”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张
克指出。

不久前，贵州绥阳县的一个做法引发网友热议。该县规
定，除婚丧之外的一切酒席，皆属于滥摆酒席规定的情形。
在暗访查实后，该县不仅驱散了就餐群众，没收了饭菜，将其
送给敬老院，而且有照片显示，有人将收缴的饭菜集中堆放，
并注明滥摆酒席的事主姓名。

绥阳县的做法并非孤例。此前，贵州凯里市也出台相关
文件，规定复婚及再婚方不得操办酒席。贵州遵义泗渡镇则
规定，允许摆寿辰酒，但仅限于 80 周岁以上的整十生日酒
席，且生日酒席须与户口及身份证日期一致，前后不超过一

年，只能操办一次。
张克认为，地方出台的这些“红头文件”，统称为规范性

文件，按道理只是对内发布，对公民没有普遍约束性，不能设
定公民义务。

不过，在媒体采访中，贵州思南县居民杨先生抱怨，“三
年不办酒，人就要讨口，我就要去要饭了”。不少网友也对
酒席泛滥不胜其烦，“吃酒真的吃怕了，希望政府加大打击
力度。”

在贵州省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吴一文看来，当地酒席随礼
的增多有其社会背景。贵州过去交通闭塞，很多地区结寨而
居，内部凝聚力很高，因此社会交往十分密切。不过，近年

来，很多人前往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带
来了外地的一些民俗，有时超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要加以
引导。

然而，如何有效回应民众呼声，又不至于“一刀切”，是摆
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
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认为，政府首先应当进行深入调研，摸
透各地的实际情况，然后加以宣传教育，慢慢地引导社会风
气改变。

在张克看来，“发挥社会自治力量”是破题的关键。每个
村可以成立一个红白理事会，由村中有声望的人组成，制定
相应的村规民约。在村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大家共同商议
酒席标准，比如什么事由的酒席可以摆，什么样的不可以摆，
酒席一般控制在多少桌，以及随礼礼金不超过多少钱。他认
为，激发民众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很可能比政府出台“红头文
件”的效果更好。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村民自治的重要性。
在河南商丘市宁陵县，各村党员、村干部、老教师等有威望的
人组成了红白理事会，对违反乡规民约大操大办的群众，取
消其参与村内一切评选先进的资格。江苏省如皋县江安镇
周庄社区同样成立了类似的理事会，为了引导村民摒弃大操
大办的陋习，在“十星级文明户”评比中，移风易俗成了一项
重要指标。

不过，张克提醒，在制定乡规民约过程中，也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他还呼吁，民风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需
要更多的耐心。

代孕放开面临诸多障碍
代孕是一个涉及到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的复杂问题，

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
代孕。

在我国，原卫生部曾在2001年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
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
代孕技术。”

研讨会上，对于代孕是否可以放开的问题，浙江省人民
政府立法咨询专家、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罗思荣教
授首先发声。

“客观上，的确存在‘代孕’的社会需求，但法律上面临着
很多障碍。”罗思荣从法理层面，对“代孕问题”进行了剖析。

他说，如果把代孕作为一种合同关系，主体的认定就有
很多问题。比如代孕一方需要已婚还是未婚？若已婚，是否
需要双方同意？再比如，代孕过程中，代孕妈妈反悔了，生育
权与履行合同的义务之间起了冲突，怎么办？

“孩子一旦生下来，代孕妈妈舍不得了，双方都要孩子，
或是双方因为各自的原因都不要孩子，该由谁来承担父母的
义务；代孕过程中，一方离婚了，或者意外死亡了，又将涉及
到一系列的继承问题。”

“技术上来说，代孕很简单，但一旦放开会带来很多社会
问题。”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副所长侯公林教授说，

“女性在怀孕过程中，生理、心理上的一切，哪怕是激素水平
的变化，都在为做母亲作准备。代孕妈妈全身心地准备好
了，结果孩子不是她的，那么母亲究竟是谁？在我看来，代
孕一旦放开，将会是社会的倒退，甚至是传统伦理道德的
崩溃。”

现实中客观存在 法律层面做好接应
法律上禁止，不等于现实中不存在。与会专家中，就有

身边朋友想要孩子而不惜重金去国外物色代孕妈妈的例子。
“既然现实中存在，那么法律层面，就要做好接应，把该

管的管起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欣说，比如打击性
别鉴定，现在主要针对医务人员，那么需求的提出者和中介
机构呢？“从处罚的角度来说，要更科学地规范惩处范围，把
打击代孕上升到刑法层面。”

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李燕丽在参会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十几年前，我们
国家就明令禁止‘代孕’，但这十几年间，地下产业却越来越
兴盛了。一些资料显示，这些年来，不孕不育人群的比例在
提高。二胎放开之后，也面临着更大的实际需要。”

对于通过收养方式解决一部分需求的建议，李燕丽也做
了了解。“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从登记在册开始，一路走来
需要漫长地等待。而且成功收养到一个心智健全、哪怕是略
有残疾但智力正常的孩子，也很不容易。”

因此，她建议可以结合法学和医学方面专家的意见，在
我省做一些先行的探索和尝试，推动这些事情朝着有序管理
的方向发展。

是否可以“扎紧笼子”有条件地允许
2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表态，有关部门将继续严

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会长、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柯直律师有不同的观点。

“每个政策的出台，都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人口

生育新情况的出现，就是社会情势发生了变化，该调整的还
是得调整，就像二胎政策一样。代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
能随便放开，也不能完全堵死，可以有限制性地允许。当然，
允许前提是：合乎伦理，且有法律依据。”

不少与会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
“法律上不允许，但依然有探讨的余地。”浙江中铭律师

事务所律师苏迪亚说，曾经就有当事人向自己打听，地下代
孕机构是否可靠，能不能去尝试。也有当事人，替人代孕，而
后又想通过法律手段来要回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苏迪亚建议，是否可以在医学部门特殊监管的条件下，通
过签订特殊合同的方式来执行代孕。“将它装在一个‘笼子’
里，但把‘笼子’扎紧。可以参考国外，引入一些志愿者机制，
对于有偿性代孕，严厉打击。”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蒋
瑛早在1989年，就写过一篇《生殖技术对家庭婚姻关系的挑
战》的论文。在她看来，中国人习惯于考虑男性血脉延续的
问题，但代孕的话题，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因为自己无法
提供孕育的场所，通过代孕来实现自己血脉的延续，是不是
一种天赋人权？”

蒋瑛说：“其实可以类比器官移植，为代孕也设置一些前
提。比方说，双方原本就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受托方完
全自愿。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诞生，这就需要
通过法律层面来进行规制。”

一边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一边是民众“整酒”负担重

政府“治酒令”如何不越界？

代孕是否可以放开？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省法律专家：是否可以有条件地允许，运用法律进行规制
本报记者 陈岚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满一周年。2月3日，
《人民日报》在“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探讨了
“开放代孕”的可能性，一石激起千层浪。

昨天下午，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召开了一次
关于“代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除了研究会成员外，现场
还邀请了医生、人口专家、生殖学专家等各界人士，共同来
探讨这个敏感而又颇有社会关注度的话题。

专家们在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意见


